我们是俄语班的

1975届高二4班 谢湘宁

   如果没有记错，“文革”“复课闹革命”后，一零一中学只开办过一届俄语课，正好让我们赶上了。

   我是1971年3月“小升初”的。还没报到，我就知道，12个新生班中，9个班学英语，3个班学俄语，我被分在了俄语班。我们从家长嘴里听来，说刚解放时中苏友好，俄语大兴。班里会俄语的家长不在少数。但到了70年代已经不提那段了。我们只知道苏联背信弃义，撤走了全部专家。苏联已经变成苏联修正主义，简称苏修。苏修竟然还敢侵占中国领土珍宝岛。当时流行一首歌，要跺着脚，挥舞着拳头，连吼带唱：反帝必反修，砸烂苏修的狗头！无产阶级革命派，仇恨满胸怀，中国人民不可辱，叫你还血债！

    跟苏修成了死对头，干嘛还要学它的语言？我们还闹了点小小的情绪。后来老师说，这是国际斗争的需要。一听有这么大的背景，我们才化情绪为兴趣。

    正好，我们的班主任王秀芝老师也是教俄语的老师。王老师有一双又深又大又亮的眼睛，看上去就有几分外国血统。听说王老师的奶奶是俄罗斯人，她的俄语是学校老师中最棒的。

王老师教得很好，发音很纯正。不过，俄语可真不好学，发音、语法都很复杂。第一关是学发颤音P。俄语P英语P书写体一样，但发音不同。俄语P发音要用胸腔气流冲击小舌头在口腔中颤抖。对中国人来说，颤音实在是个技术活儿，不是光模仿就发出来的。王老师启发说，就有点像农民伯伯赶大车时的吆喝：得儿，得儿，得儿……这下同学们领悟了，全都“得儿”起来。但一“得儿”，舌头就收不回来，根本无法流利念单词。直到高中毕业，真正能够发好颤音的同学也没几个。不过发颤音也成了学俄语的标志。以后只要别人知道我是学俄语的，马上就感兴趣地问：“那你的舌头会打颤吗？”

    俄语和汉语拼音一样，也是拼出来发音的。但俄语拼出来的音不像汉语拼音以同样的声量和同样的速度发出来，而是更富于变化。刚开始时，同学们拼不出来，就悄悄地在单词旁注上汉字。于是，许多俄语单词就有了中文“音译”。比如工人是“拿簸萁”，星期天是“袜子放在鞋里”，再见是“打死你大爷”，老师是“五七街里”……毛主席万岁是我们学的第一句（也可能是第二句）俄语，但“万岁”的俄语单词竟然由十多个字母组成，发音又长又难念。班上一位男生干脆删繁就简，挑了四个音，发个大概齐：达达夫也。后来“达达夫也“就成了这个同学的外号。王老师反对我们这种学习方式。她一看见谁在教科书的俄语单词下面注汉字就批评谁。但同学们还是悄悄地注。现在想想，同学们也是没办法，除了一星期一堂课，就再也接触不到一点俄语（英语至少在吃药片时能接触到）。隔那么长时间再看单词，没个汉字提醒，真像从没见过一样。

    同学们还用俄语恶作剧。俄语是用阴性结尾和阳性结尾来区别性别的。王老师是位女老师，每次上俄语课师生用俄语互致问候时，“老师”一词要变成阴性结尾。忽然有一天，王老师病了，换了韩意老师代课。韩老师是男的，但一些平时俄语学得一塌胡涂的同学忽然来了灵感，“老师好”时，几个人异口同声地把最后那个阴性结尾说得山响。看到韩老师突然惊愕的表情，全班大笑起来。

王老师教了我们整整5年俄语。她在俄语教学上可谓费尽心思。她教我们唱俄语歌，组织俄语班会，还组织俄语课外小组。有一年，她还请来几位北大俄语专业的大哥哥大姐姐和我们座谈。现在回想，王老师可真够胆大的，净领着我们不务学毛选的“正业”。正是这些活动，让我们的俄语学习孤单却不寂寞。而“俄语班”也成了我们难忘的经历。

    在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英语班面前，在越来越浓的“学好ABC，走遍全世界”的氛围中，3个俄语班显然是少数民族。惟少数民族更加团结。如今同学聚会，别人按班聚，我们是按语种聚。别人问，你们怎么聚到一起了？我们答，我们都是俄语班的！

    中国人的生活中根本不会用上俄语，连点缀一下的机会都没有。学俄语没有给我们带来丝毫功利，反而带来了一路麻烦。以后无论是考学考科考职称，都是一个人孤伶伶地复习。但是我从未嫌弃过俄语，反而更想主动地亲近它。因为学俄语的关系，我对苏俄政治、地理、历史、文学、民俗都感兴趣。家里的书柜里必有一个区域是俄语类书籍，茶几或者床头也放着俄语小册子，有时会随手翻一翻，念上一两句。10年前，我第一次踏上了俄语的故乡，第一次听到了俄罗斯人说出的俄语（和王老师的发音一样），感觉就像唐僧终于到了西天。我很幸运，我的俄语是王秀芝老师教的。苏修不再，俄语长存。

